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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Mainland China studies nationally. The institute was initially established as an institute of area 

studies focused predominantly on Mainland China and kept separate from academic research. Its 

founding purpose was to “cultivate individuals for the struggle against communist thought,” and 

while hidden within in an academic institution, it was at the same time tasked with policy research. 

bo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ic and policy research and between area studies and academic 

disciplines. In addition, this paper shall also identify challenges facing the institute as an institution of 

outstanding policymakers, and the vulnerability of the field to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political 

stand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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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五十年以來，東亞所一直是國內研究中國大陸問題的重鎮。創所

之初，其一方面為以中國大陸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區域研究所，與專業

學科的研究一直有所區隔；另一方面又以「培養反共思想鬥爭的人」

為創所目的，故雖隱身在學術機構，卻是肩負著政策研究的使命。基

於此，本文將從學術與政策研究、區域研究與專業學科間的關係，探

討東亞所的發展與變遷。此外，本文也點出東亞所乃至台灣中國研究

所面臨的挑戰，包括專業智庫的不足、培養政策人才不易，以及此領

域容易受政治立場影響等。

關鍵詞：東亞研究所、中國研究、學術研究、政策分析、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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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社會學大師韋伯（Max Weber）曾在二十世紀初發表關於「政

治作為一種志業」（Politics as a Vocation）與「學術作為一種志

業」（Science as a Vocation）兩場著名演講，深入分析學術知識與

政治行動的性質、條件與限制，後也成為其傳頌一整個世紀的經典

著作（Weber 2014）。關於學術與政治的分野，韋伯所指的對象雖

屬個體層次，然而就組織層次或整體學科發展而言，仍具有極高的

參考價值。就此，本文將從下列兩個相關聯的面向進行討論：一是

「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的性質，另一則是政治大學東亞研

究所（以下簡稱「東亞所」）創所初衷與演變。

就第一個面向而言，不論從歷史或實際政治經濟發展來看，

中國大陸對台灣的重要性不言可喻，而「中國研究」對台灣學術界

而言當然也具有不同的意義；甚至有學者主張，由於中國本身發展

歷程的特殊性，再加上其對台灣的重要性，「中國研究」確實可以

成為一門與政治學、經濟學或社會學等專業學科等量齊觀的「中國

大陸學」（李英明 1995）。然而，如同吳玉山教授所言：「大陸

研究與兩岸關係對台灣是生死攸關的大事，研究者需要懍於本身的

使命，提醒大眾的注意，喚起政府的重視。台灣的大陸研究禁不

起抽象的空談，而需要有實用性。」（吳玉山 2017）就此而言，

「中國研究」對我國而言，不僅僅是學術研究，且是重要的政策研

究。

就第二面向而言，身為國內中國大陸研究最具傳統的政大東

亞所，其發展也和大環境緊緊相扣。東亞所雖設置於大學之中，

但從創立之初就負有政策任務，如其官網所介紹：「民國56年2月

14日，先總統　蔣公召見本所創所所長吳俊才先生時，面示創辦本

所，由國立政治大學與改制前之『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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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目的是培養反共思想鬥爭的人才，分門別類研究共黨問題，

有系統的整理和出版有關資料，並聯繫國內外的學者專家。」1可

見東亞所的設立具有極高政治意涵，但隨著時間的推演，其政策色

彩逐漸淡化，逐漸走向「學術研究」，然卻也因歷史遺緒與傳統而

與政策研究分不開。

本文有兩個主軸：以「學術研究與政策研究」關係為主、

「區域研究與學科研究」關係為輔，探討東亞所創所迄今的發展與

變遷。除在文獻上探討前述兩關係外，本文也訪問了三位曾在政府

部門或熟悉我國大陸政策決策過程的所友，以其親身經驗說明學術

與政策研究間的平衡，以及東亞所在此方面的發展與挑戰。

貳、學術研究與政策研究的對話

1950年代行為主義（Behaviorism）盛行，政治學乃至於整個

社會科學界為了讓研究更為「科學」，便以自然科學的研究策略和

目標為學習的典範。Gabriel Almond與Stephen Genco（1977）在一

篇名為《雲朵、時鐘與政治研究》（Clouds, Clocks, and the Study o

f Politics）的文章中則提出反思，其中，時鐘代表規則、可預測性

與精準，也就是「學科」的要求；而雲朵則意味著變化萬端、無一

固定型態，用以形容現實政治。換言之，政治學研究往往會在「學

科要求」與「現實政治」間抉擇。同樣地，學科研究與區域研究間

的張力亦復如此。

就此觀之，研究大致可分為政策導向研究與學術導向研究兩

種，有學者甚至提出雙社群理論（two-communities theory），強調

1. 參考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網站：https://eastasia.nccu.edu.tw/intro/pages.php?ID=in-
tro1



88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18年12月第四十九卷第二期

學術研究者與政策制定者兩個社群是處於迥然不同的兩個世界，且

各有不同的價值與態度（Caplan 1979）。比較兩者，至少有以下

區別：

就目的而言，政策導向研究是為了在決策、執行與評估等政

策過程提出建議，也就是透過研究獲得研究結果，據此提供意見以

解決政策問題或作為政策制定的參考依據；而學術導向研究的研究

目的則是為了知識生產及知識創新，或經由研究來滿足研究者的研

究興趣並累積學術資本。以國際關係研究為例，學術研究通常探討

世界觀或政治哲學層面的論題，將具體的國際問題作為個案來研

究，目的是為了達到理論上的抽象或總結出國際政治的科學規律。

而對於國家外交部門或決策機構面臨的許多具體問題的研究，尋求

出對策方案，則往往指向政策性研究。由於一個國家所面對的具體

國際問題變動不居地變換，這類研究若不是抱有影響政策的目標，

可能很快就會失去價值（Walt 2005）。

其次，在研究產出時效方面，政策研究由於涉及政策實施或

檢討的時效性，較學術研究所需的時間更短，學術研究可以多次修

改到作者或審查人滿意為止；但政策研究則無法如此。再者，也正

因時效性，兩者在使用的語言與邏輯推演方面也有所不同，學術專

業術語是學者彼此交流的共同語言；但這些專業術語缺乏一般性與

通俗性，因此當這些學者的理論放到政治圈時，往往使得學術界與

政治圈的溝通產生落差；而政策研究也不像學術研究需歷史背景描

述與詳細的邏輯推演，多僅需政策的研析與建議。

最後，兩種研究所在的機構有著極大的差異。一般而言，政

策研究者多任職於智庫（think tank），而學術研究者多任職於大學

或研究機構。以美國為例，智庫為一種相對穩定且獨立運作的政

策研究和諮詢機構，其具有獨立性、非營利性、從事政策研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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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影響政策為目的等特性，往往被認為是橋接知識與權力的重

要機制（Stone 2007; UNDP 2003），也被稱為「沒有學生的大學」

（university without students）（Weaver 1989）；然而，智庫與一般

大學有著極大的差異。曾擔任美國密西根大學政治系教授、布魯金

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資深研究員兼中國中心主任，且於

1998年至2000年間擔任國家安全事務總統特別助理兼國家安全委員

會亞洲局資深主任的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即提到：

我發現在美國重要的研究型大學，歡迎學者做研究，得出

有意思的結論，出版研究成果，但坦白地說，他們並不關心這些

成果對決策或對世界產生哪些影響。他們所要的是產生新知識；

而布魯金斯學會則希望研究者產生新的理解，並使這些理解在世

界上產生影響，對中國、美國或其他國家的政策產生影響。

此外，不少觀察家已經注意到學術工作者與政策研究者間的

認知差距正在日益增大。Joseph Lepgold和Miroslav Nincic（2001）

認為，近年來學者和政策研究者及政府官員間的專業性鴻溝大大加

深，許多學者不再嘗試走出象牙塔，這些實際政策參與者也將會越

來越忽視他們。Bruce Jentleson（2002）也提出類似的看法，其認

為問題不僅是理論和政策間存在差距，而是這一猶如斷層般的鴻溝

近年來在日益加大。針對此一問題，中國大陸國際關係學界也提出

深刻的反省。知名學者王緝思（2009）即於「國際政治研究」組織

一期關於「學術研究與政策研究」的專刊，其中有學者甚至呼籲

「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王棟 2009）。

就此而言，我們發現學術研究與政策研究似乎有所差異，但

其間是否真具有不可調和的衝突？能否於其中尋求平衡？以下我們

將就這些問題觀察東亞所的使命與發展。



90　東亞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2018年12月第四十九卷第二期

參、帶有智庫性質的學術研究機構

超過半個世紀以來，西方特別是美國的中國研究，受到國際

政經格局、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典範、美國國內學術資源分配，以及

中國政經制度變遷等的影響，歷經了不同階段的變化，也產生方法

論典範的轉移（Shambaugh 1993; Walder, 2004; 王信賢 2000）。而

台灣中國研究的發展與美國當代中國研究的建立類似的，受到國

際政治、兩岸關係以及台灣政治發展的影響甚深，從早期的「匪

情研究」（1949∼1978）、中期的「大陸研究」（1978∼1992年左

右），到「當代中國研究」（1992∼）等共可區分為三個階段（楊

開煌 2000; Kou 2014）。而東亞所從創立迄今，我們都可以發現其

與台灣中國研究的命運與大陸政策關係密切，我們可以從以下幾方

面看出，東亞所的教師或所友，不論是實際的政策制定亦或是參與

政策研究，基本上是學術機構與智庫的「有機結合」。

一、東亞所創設目的

如前文所述，東亞所成立的目的是「培養反共思想鬥爭的人

才」。在褚填正（2017, 35-196）書中的訪談記錄可發現，國民政

府來台之時，關於共黨與大陸問題的研究僅限於情治與軍事單位，

除了這類單位培養少數相關人才外，沒有一個學術機構有計畫、系

統性地培養大陸研究專家，導致形成研究梯隊的斷層。因此吳俊才

先生1967年向層峰建言，應迅速成立一個培養對敵鬥爭高級理論人

才的研究所。並在蔣中正總統與蔣經國先生指示下成立東亞研究

所。國際關係研究所（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的前身）與東亞研究所間

的關係極為密切，國研所是政府的重要智庫，專門負責國際與大陸

問題上提供建言予政府參考，國研所為研究單位，東亞所則為教學

單位，早年在東亞所表現傑出的研究生，日後可在國研中心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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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畢業後可進入國研中心擔任研究工作。

劉曉鵬（2013）也指出，背後是國家最高領袖與國家安全局

的政大東亞研究所，自然是為國家安全而培養人才，故「不能走一

般大學之學術道路，我們要培養品學兼優，且富國家觀念之革命人

才」。也因如此，考取的學生除須注重學科分數外，還須通過調查

局安全查核。東亞所的位址與「國際關研究所」在一起，而非位於

政大的木柵校園，初於台北市區內的公企中心，後於指南山下授

課，充分顯示其特殊性。故東亞所的創立與國家的命運分不開，本

文一位受訪者即指出：「從東亞所創立的歷史，由蔣經國要求吳俊

才先生創立專門培養『反共思想鬥爭人才』的研究所就可知道，東

亞所不只是學術研究，也包括政策研究，甚至是對重大政策的參

與。早期東亞所學生畢業，吳俊才老師都會協助、分配同學的工

作，包括國民黨、政府、研究單位與媒體等。」2

二、大陸情勢研析

在前述「匪情研究」階段中，由於具有強力的政策任務，研

究對象多以中共高層政治為主，常見的議題是屬於「高階政治」

（high politics）的精英政治、黨史、意識型態、解放軍與外交等，

主要研究方法是歷史研究或個人經驗推斷，是一種「看照片、猜

測、閱讀秘件」的方法，研究機構、社群主要為與黨國關係密切的

人員，或國家成立的研究單位，其研究目的乃是「敵情研究」。而

由於研究者多側身於黨政研究機關中，研究對象以中共中央政權為

主，由於國民政府過去和中共有長期鬥爭的經驗，因此掌握了一批

難得的歷史文獻，又有情報單位在敵後蒐集資料，以及許多研究員

個人親身經驗，因此特別專長於意識形態、中共黨史和中共的派系

2. 作者訪談，受訪者A，2018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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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爭，也因此對中國大陸實際政治發展的情報判斷也特別精準（吳

玉山 2000）。

針對此，一位受訪者也指出：「東亞所的教育是『共產黨的

觀點看共產黨』，用共同的語言（same language）更容易溝通，也

可增加彼此互信，理解會更深入，這都有助於政策研究。最重要

的是，這套訓練讓我們可以區辨哪些是真實的，哪些是中共所宣

傳的。」3其又提及：「對中國大陸重大事件的研判，東亞所一直

都是最準的，包括早期老師輩如郭華倫老師等對『文革』是政治

鬥爭的判斷，或是後來對『六四事件』、『九六台海危機』的判

斷都是。當初對於中共會如何應對、採取何種行動都經過沙盤推

演，事後證明很準。甚至也都參與了大陸政策文件或總統講話的撰

寫。」4

三、政策參與

而與前述相關的則是對政策制定的實際參與，從時序來看，

東亞所的老師或所友在不同時期均發揮重要的政策影響力。東亞所

在各任總統時期一直跟實際的大陸政策高度相關：

(一) 「兩蔣」時期：東亞所前幾期學生，時任行政院副院長的蔣

經國還都一一召見，除研究成果配合「國際關係研究所」

外，當時課程的安排與講師，除了原本做「匪情研究」的之

外，也請政府官員來上課。根據曾永賢教授在「從左到右

六十年」一書中所述：「台灣的『匪情教育』是從1968年成

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開始，從第一期開始本人就擔任兼任

教授。東亞所創立初期亦邀請在政府部門表現優異的官員擔

3. 作者訪談，受訪者A，2018年6月28日。
4. 作者訪談，受訪者A，2018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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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兼任教授，如當時在『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農復會）

工作的李登輝前總統，由於農業經濟專長被延攬至東亞所授

課，兩人也因此結識。」（曾永賢 2009, 189）

(二) 李登輝時期：1988年初李登輝繼任總統，六、七月間在學術

界成立四個研究小組，包括政治組、經濟組、外交組以及大

陸組等，大陸組由畢英賢擔任召集人，成員有趙春山、曾永

賢、吳安家、趙先運、張榮豐等（曾永賢 2009, 222），其中

大陸組的成員基本上都是跟東亞所有關。而在此時期，不論

是政府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副秘書長張榮豐，或國民黨中央大

陸工作會主任張榮恭等，都是東亞所所友。甚至與對岸某些

「管道」的建立，也都是透過本所所友。

(三) 陳水扁時期：此一時期主要是透過重要的智庫，如「中華歐

亞基金會」作為主要的決策依據與參考，其中「歐亞」的主

要成員也是以東亞所所友為主，雖屬「參贊」性質，但對政

策還是很有影響力。

(四) 馬英九時期：這時期東亞所更多人協助馬政府處理大陸政策

與兩岸關係，如馬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兩任負責大陸與

兩岸情勢的諮詢委員都是東亞所的，也包括擔任陸委會副主

委的趙建民。而在2015年11月所舉辦的「馬習會」更不用說，

坐上談判桌的國安會諮詢委員邱坤玄、幕後運籌帷幄、時任

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董事長的趙春山，以及負責與媒體專業

溝通的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張五岳教授等，都是東亞所老師

或所友。5

5. 作者訪談，受訪者A，2018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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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歷史資產與意義

如前所提台灣中國研究的三個階段，到了第二與第三階段的

「大陸研究」和「當代中國研究」，從知識社會學（Sociology of 

Knowledge）的角度而言，中國的改革開放、兩岸關係張力的緩

解、社會科學典範的移轉以及學術人才的世代交替等，都使得台灣

中國研究的研究議題、研究方法或研究社群發生轉變。首先在研究

議題方面，隨著鄧小平南巡後中國更加開放，兩岸關係趨於和緩、

交流加速，使得與中國相關的資訊愈來愈容易取得，此時期的研究

範圍不僅從中央層次到地方層次，研究議題也從「國家中心」擴增

至「社會中心」。其次，大量的歸國學者加入研究行列，研究方法

以西方社會科學為主，開始運用田野調查以及量化統計，研究典範

則多追隨美國學術界潮流。最後，各大專院校開始成立相關研究

所，各專業學門如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與法律等也開始加入中

國研究行列，使得中國研究成為「顯學」。換言之，台灣中國研究

開始從「政策研究」轉向「學術研究」。

東亞所的發展當然不可能置身在此潮流之外，從過去「獨佔」

到競爭者劇增，從主要集中在中共黨史、意識形態教育到社會科學

研究，更多元研究方法的引入等，都讓其承受更大的壓力。然而，

正如陳至潔（2016）所言，過去包括對中共政治菁英的人格與其社

會背景的分析，以及對中共派系鬥爭與高層政治人事更迭的關注與

解釋，此部分在「匪情研究」學術化的過程中被保留下來，成為台

灣下一代中國研究學者的必修課程。這多少也可以解釋為何在冷戰

過後、已經民主化的台灣，其中國研究學者仍舊比他們的西方同行

更為關注中共黨史、中共意識型態變化、以及中共政治菁英選任過

程等特定研究議題。可以說，冷戰時期台灣的知識權力關係仍然明

顯地建構了現今吾人所強調具有「台灣特色」的中國研究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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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東亞所對大陸的深入瞭解，也有助於其與大陸學

界、智庫的交往。根據陳德昇與陳欽春（2005）的研究，其透過大

量的問卷調查後顯示，兩岸學術交流成效之良窳，主要的關鍵在於

交流網絡的結構與相互信任的建立，而「網絡」與「信任」這兩項

重要的學術交流評估指標，正是當代社會資本理論闡釋人類社會互

動的實質內涵，也是兩岸營造共同利益的基礎建構。此外，在「交

流方式評估」方面，「蹲點研究」的實質效益最受學者專家的肯

定，而「交換教授或邀請講座」也是務實交流重要方式。

事實上，不論是關係網絡或是「蹲點」都是東亞所的強項，

一位受訪者提到：「關於大陸的『基礎知識』以及『兩岸互動』都

是東亞所最擅長的，也是過去遺留的資產，不論是對學術或政策研

究都有幫助。」6而另兩位受訪者也不約而同、更具體提及：「黨

史、意識形態是最基礎的，可以抓到中共的真實面，另外就是實際

的調查，『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東亞所與大陸的交流也是最

早的，現在大陸很多資深的涉台人士一開始都是東亞所邀請的。很

多大陸涉台人士也都一再說，『還是東亞所較了解我們』，這是有

道理的。」7

肆、東亞所與台灣中國研究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如前所述，東亞所過往在政策研究方面有其優勢，但在1990

年代台灣中國研究向學術研究轉型過程中，卻也面臨諸多挑戰，其

中不僅是東亞所本身的問題，也涉及區域研究的性質、學術環境與

評價標準等因素。故在政策研究與學術研究結合或平衡方面，我們

6. 作者訪談，受訪者C，2018年7月18日。
7. 作者訪談，受訪者A，2018年6月28日。作者訪談，受訪者B，2018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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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有以下需要加以省思。

一、區域研究與學科專業間的張力

對東亞所這類區域研究所而言，「區域研究」與「學科專

業」間的張力一直是長久存在的問題，如同《雲朵、時鐘與政治研

究》一文所述，學科專業所要求的是規則與可預測性，然而區域

研究所著力的是對研究對象系絡的深入了解以及發展動態的掌握

（Almond and Genco 1977）。學科研究感興趣的往往是理論問題，

研究對象作為一種個案，如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分別對中國

政治、經濟與社會議題感興趣，以此來回答學科的理論問題，中國

為一研究個案，藉以支持或批判學科理論；而對區域研究者而言，

其可能更關心「中國」本身的發展動態，並透過中國的歷史、政

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科際整合」予以解釋，兩者的要求與追

求的目標顯然有些差異。

關於此，Kevin O’Brien（2011）在反思美國中國政治研究後

認為，在美國的中國政治學研究中有兩種趨勢，其一，學科定位在

不斷增強，尤其是年輕學者，中國政治研究和其他區域政治研究一

樣，幾乎都被合併到比較政治學和國際關係領域，回答的問題多不

是區域的問題，而是理論的問題。其二，研究中國政治的學者傾向

於選擇相對狹小的課題，也缺乏將其研究發現與政治體制運作結合

起來。此種學科專業化有著令人擔憂的後果，包括不鼓勵跨學科的

以中國為中心的討論，形成一種被新的學科術語和狹窄的關注點

所隔離的研究孤島（Islands of research），其不僅抑制跨學科的研

究，也阻礙我們對中國的政治、經濟以及社會形成整體認識的努

力。

此外，這也涉及到研究方法的採用，Lieberthal（2010）即認

為，早期美國政治學者所受的學術訓練很傳統，即大量閱讀相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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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然後找出自己感興趣、試圖回答的問題，幾乎不用當下在美國

政治學界頗為盛行的模型、博弈論、統計等研究方法。而現在很多

年輕學者、學生他們研究一些不太重要，但卻可運用複雜的研究方

法的問題，這使得美國政治學界培養的研究者過於強調方法，而缺

乏對中國宏觀且深入的了解。

就此看來，區域研究與學科研究間確實存在張力，對教學機

構而言最重要就是體現在課程上，過往東亞所課程包括中共黨史、

意識形態，以及諸多選修課程也多是與中國大陸為核心的相關課

程。事實上，東亞所之所以以此為名，除了當時政治氣氛外，還有

其他考量，一位受訪者提及：「創所之初東亞所不只做中國大陸研

究，也做中國大陸周邊國家區域研究，包括印度、東南亞以及俄

國，創所所長吳俊才強調也必須從周邊的區域來看中國大陸，這樣

才會看得更清楚。」8

事實上，東亞所在1980年代就開始意識到要從過往的中共研

究轉向社會科學，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做法是鼓勵老師出國留學，

吸收更新、更多的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以本文作者之一趙春山教

授為例，當時政大歐陽勛校長同意其留職留薪兩年，再加上國科會

（現科技部）給予兩年補助總共四年到美國喬治城大學，所學的就

是「比較共產主義」，以及如何把社會主義國家研究理論化的問

題，回到東亞所後接任所長後，增加東亞所三方面的課程，第一是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第二是比較政治研究，第三是共黨國家的社會

問題，這也就是為什麼東亞所後來會有中國大陸社會相關課程的原

因。此外，從課程上來看，東亞所也強調從中國傳統文化看中國大

陸的發展，所以有不少跟中國文化相關的課程，甚至聘請錢穆、陶

希聖等大師來開設相關課程。就此而言，東亞所對學生的訓練以對

8. 作者訪談，受訪者A，2018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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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黨史、意識形態為主，並結合了西方社會科學理論、周邊國家

研究，再加上中國的傳統文化，透過多方面了解中國大陸的發展。

就目前而言，作為區域研究所，認識研究對象乃是基本功，

以碩士班為例，「中共黨史」依然列為必修課程，為全局性認識大

陸，其他「群修課」包括「中共政治發展」、「中共經濟發展理論

與政策」、「中國大陸社會轉型與變遷」、「中共對外關係」以及

「兩岸關係：理論與實務」等，然而，為適應學科發展，「研究方

法與論文寫作」則列為必修，此外，目前許多課程是試圖平衡「學

科專業」與「中國現況」的，例如：「中國大陸與國際政治經濟

學理論專題」、「國家理論與中國研究」、「組織理論與中國研

究」、「新制度主義與中國研究」、「比較政治經濟學與中國大

陸研究」、「國際關係理論與中共外交」、「比較政治與中國政

治」、「國際關係與中國對外政經發展」與「跨國主義與中國大陸

的人權」等。兩位受訪者也同時提及：「東亞所由於沒有大學部，

我們的學生來自四面八方、五湖四海，各學科訓練都有，上課常常

因此這激盪出討論的火花。」9

就次而言，東亞所課程的安排致力於平衡學科理論與區域發

展，一方面能從學科的理論關懷觀察中國大陸發展，另一方面也能

將中國大陸的發展反饋、檢視理論的適用性，有助於學生同時理解

學科理論與中國大陸現實。

二、學術研究 vs政策研究

在論及學術研究與政策研究的平衡時，身在學術機構的我們

應要問的是「何種研究較能解決政策問題？」根據一份針對十個

國家、2,700多名從事國際關係研究與教學的學者所做的調查，將

9. 作者訪談，受訪者A，2018年6月28日。作者訪談，受訪者B，2018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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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研究進一步區分為理論分析、量化分析、政策分析、區域研

究、歷史個案研究、當代個案研究與形式模型等，其中一個問題是

關於「國際關係研究對政策制定者是否有幫助」（Jordan, Maliniak, 

Oakes, Peterson, Tierney 2009）。

從下表中我們可發現，縱使在個別國家「政策分析」與「區

域研究」對政策制定者的助益各有高低，但整體而言，「區域研

究」是高於理論與方法研究，甚至也高於「政策分析」，此外，

「當代個案研究」亦獲得諸多研究者的肯定。這可以說明，研究者

在「區域研究」與「當代個案研究」的客觀分析往往可以獲得決策

者的重視。此外，理論與量化分析影響有限，而其中形式模型幾乎

被所有國家研究者公認對政策最沒有幫助的。但這恰恰也可以反映

出當前學術與政策間的鴻溝，一般學科專業期刊往往對理論、量化

與形式模型相關的研究感興趣，而在學界其評價亦較高，而區域與

個案研究則反之。

表一  不同類型國際關係研究對政策制定的作用

類別 所有 美國 英國 加拿大 澳洲 紐西蘭 伊朗 以色列沙烏地 香港 新加坡

理論分析 1.40 1.41 1.33 1.31 1.55 1.48 1.57 1.64 2.00 1.43 1.44
量化分析 1.64 1.62 1.68 1.61 1.76 1.60 1.75 1.50 2.00 1.29 1.69
政策分析 2.28 2.30 2.18 2.24 2.48 2.32 2.13 2.29 2.44 2.20 2.19
區域研究 2.31 2.36 2.23 2.15 2.38 2.50 2.04 2.23 2.67 2.07 2.06
歷史個案研究 1.85 1.89 1.76 1.75 1.86 1.67 1.42 1.85 2.11 1.87 1.56
當代個案研究 2.22 2.23 2.16 2.18 2.33 2.43 1.92 2.23 2.33 2.07 2.19
形式模型 0.97 0.97 0.95 0.82 1.10 0.86 1.25 1.00 1.78 0.71 0.94

註：非常有幫助=3，有點幫助=2，不太有幫助=1，完全沒幫助=0
資料來源：Jordan, Maliniak, Oakes, Peterson, Tierney（2009）。

然而，學術研究與政策研究間是否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

Kenneth Lieberthal（2006）即認為，學者可以對研究對象國家的背

景資料、政府菁英人事相關的網絡以及語言等各方面提供決策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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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亦即良好的學術研究能提供有「附加價值」的見解，當然學

術研究的成果必須要與具體問題相關聯，並提出具有解決問題的方

案方能對決策者產生影響。從另一個角度而言，決策者若希望制定

出更好的政策，也需要提供機會以便從感興趣的學者提供的東西

中獲取教益。理論素養可以使得政策研究的學者們變得更加「聰

明」，因為理論是政策觀察者或制定者可以掌握的「路線圖」（朱

峰 2009）。就此而言，學術與政策間的矛盾並非不能調和，培養

具有良好學術訓練和理論修養，具備清晰邏輯思辨和分析能力的下

一代決策者，是可以彌補學術與政策鴻溝的（Nye 2008; Goldman, 

2006）。

就此觀察東亞所，如前所述，東亞所老師、所友在政策界表

現有目共睹，除直接參與政策規劃與制定外，一位受訪者提及：

「東亞所這個系統出來的以各種方式提供政府政策建議，包括擔任

政府部門相關委員會之諮詢委員（如陸委會諮詢委員）、參加政府

或智庫的政策諮詢，抑或透過媒體發揮影響力等都是。」10而還有

一種方式就是直接進入官僚體系，一位受訪者說到：「我在任內幫

忙協調、啟動『高考二級兩岸組』，中間經過多少折衝，現在也看

到一些成果，很多東亞所所友考上，但近期各部門又開始不重視，

這很可惜。最好的方式就是恢復過去的『特考』，才能特用，也才

可以形成專業的系統。」11

從另一個角度而言，在政府服務的經驗，也有助於自身的研

究與教學，一位受訪者提及：「過去的研究讓我在政府『學以致

用』，而在政府工作的經驗，讓我充分體會到政府部門間協調的重

要性，參與政策制定的那種臨場感使得教學更有說服力，這就是學

10. 作者訪談，受訪者B，2018年6月27日。
11. 作者訪談，受訪者C，2018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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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與政策完整的結合。」12此外，由於過去的歷史，東亞所對於政

策研究向來不會偏廢，除對中國大陸發展深入的了解外，從近年

來聘請具實務經驗的學者開設如「談判策略」、「策略規劃與管

理」、「兩岸政策規劃」以及「區域經貿整合與談判」等課程，亦

可看出東亞所在平衡學術研究與策略研究間所做的努力。

三、道路崎嶇、前途光明？

就此看來，「中國研究」對我國而言，不僅是專業學科或區

域研究之辯，也涉及學術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分野。但兩者看似可以

平衡但是否還面臨其他的挑戰？這不僅是東亞所的問題，也是台灣

中國研究圈都須嚴肅面對的。我們認為有以下幾方面需要強化。

（一）強化與增加專業智庫

智庫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核心部分，諸如美國的布魯金

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簡稱CSIS）、英國的皇家國際

事務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瑞典斯

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簡稱SIPRI）、日本的野村總合研究所（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簡稱NRI）等知名智庫，不僅在本國的政治、經濟、文

化、外交上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且其所做的研究報告也具全球

影響力。

就此觀察台灣，在相關領域中，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在1990年代之前一直是政府國際情勢與大陸政策的重要智庫，而東

亞所也長期作為「準智庫」而存在，然而在全面與政治大學「接

軌」後，東亞所全面回歸教學單位，而國關中心的角色也有待重新

12. 作者訪談，受訪者B，2018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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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而在與政府關係密切的智庫方面，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兩

岸遠景交流基金會等，雖然具有穩定、制度化的政策研析能力，但

專職研究人員有限，多扮演匯集、整合相關學者的角色，而甫成立

的國防安全研究院之研析能量仍有待評估。此外，在政黨或民間智

庫方面，能夠發揮的亦有限。如此，相較於對岸的涉台智庫而言，

顯然有極大差距。13

因此，我國實有必要強化、增設相關智庫，一方面，可作為

培養政務官的來源，在部分國家，尤其是美國，智庫往往也扮演培

育政策人才，特別是政務官，或成為離任政務官發揮其實務經驗

的場域，此即政府與智庫間人才流通的「旋轉門機制」（revolving 

door mechanism）。14另一方面，可明確區隔政策與學術的社群，

此外，由於國內學術機構的職缺漸趨緊縮的狀況下，也可讓相關系

所培養的碩博士人才可以「分流」至政策研究機構。

針對此，一位受訪者提出另一種方向：「美國有些大學的

研究機構，雖然在大學裡，但政策研究做得很好，也不影響其

學術聲譽，如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與喬治城大學

（Georgetown University）等，其實東亞所也可以朝這個方向，

發揮所的專業做權威性的政策研究，也不影響在學術界中的地

位。」15

13. 關於中共涉台智庫機構可參閱：朱雲漢、明居正、楊志恆（1997）、郭瑞華
（2009）、蔡瑋（1997）與邵宗海、蘇厚宇（2007）等。 

14. 「旋轉門」是美國智庫最具特色的現象之一。美國許多卸任官員，特別是政黨輪替
後，會轉到智庫從事政策研究，而智庫的研究者也有不少到政府擔任要職，這種智庫

學者、研究者和官員間的流通就是美國的「旋轉門」，此一機制使得智庫的輿論影

響力滲透到政策制定的各個層面。以致許多智庫被稱為「影子內閣」、「美國的大

腦」。

15. 作者訪談，受訪者B，2018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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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養政策人才

此外，另一個現實的問題是，若非待在「智庫」，有多少學

者願意做偏向政策的研究？如同本文在一開始提及吳玉山教授所言

中國大陸與兩岸關係研究對台灣而言是「生死攸關的大事」，需要

有實用性，前述表一也顯示，區域研究、政策分析與個案研究等確

實對決策者較有助益。然而，對於剛入行的學者而言，是否有相關

配套的機制讓學者從事「實用性」的研究，也是必須考量的。

就目前看來，一個明顯的現實是各大學的升等標準多以「學

術表現」為主，以政大為例，在《國立政治大學教師聘任升等評審

辦法》第十七條「教師升等評審項目及標準」中，研究項目標準皆

是學術研究。16而到了學院、系所更是明顯，所有升等計分標準都

是學術著作，如在東亞所所在的國際事務學院中，《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事務學院教師聘任升等評審作業要點》的「升等研究項目計

分方式」的「期刊 文」分成三級：「排序第一級每篇40分、第二

級每篇25分、第三級每篇15分」，等級越高之期刊學術「味道」越

濃。在既有的升等壓力下，這也是為何年輕學者多不願投入政策研

究之故。一位受訪者提及：「現在年輕學者做大陸研究已經沒有我

們這一代的情懷與熱情了，但最大的問題還是他們沒有做政策研究

的動力，這跟學術大環境有關，但做這麼多數據、量化研究，到底

有沒有追求到『真理』？對國家實際需求有沒有幫助？這是值得考

量的。」17

此一問題不僅出現在台灣，在美國亦然，Stephen  Wal t

（2005）認為，學術界和決策圈內在的文化鴻溝日益增大，這很大

16. 包括：1.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2.參加國內外學術會議發表論文及應邀評論之質與
量。3.著作獲得獎勵之質與量。4.主持研究計畫之質與量。5.其他研究成果。

17. 作者訪談，受訪者B，2018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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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是因為學術領域和外交政策制度的發展趨勢所致，其認為學術

界的誘因結構和專業風氣發生了嬗變，而且作為聯繫學術和政策

的傳送帶的「涓滴」模式（trickle-down model）被削弱了。Joseph 

Nye（2009）也認為此與整體的學術評價機制是相關的，因為年輕

學者的刊登上專業學術期刊，或者被其他學者所大量引用而獲得好

評進而有利於升等，其並不在乎使用清晰易懂英文或簡單的研究方

法探究政策議題。

但對美國而言，此問題仍有補救的機制，根據賓州大學「智

庫與公民社會計畫」（UPENN 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簡稱TTCSP）所公布的《2017年全球智庫發展報告》

（The 2017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簡稱GGTTI），指出 

2016年全球共有智庫7,815家，美國是世界上智庫數量最多的國

家，多達1,872家，其有足夠的誘因吸引對政策感興趣的人才，

並對政策分析作出貢獻。而在此報告中，中國則以512家排名第

二，且近年來在官方大力推動下，其智庫發展也有長足的進步

（McGann, 2018）。故對台灣而言，若不能增加相關智庫，也無法

提供誘因吸引新一代學者投入相關的實用性研究，將會使政策研究

出現嚴重斷層，這是極為嚴重的國安危機。

（三）跳脫政治立場

對中國大陸以及兩岸關係的態度一直是台灣內部政治分歧的

焦點或「斷層線」，民眾認同、政黨光譜、電視台平面媒體的識別

都是以此為界，同樣地，這也影響了學術或政策研究的判斷。兩岸

關係一直是「雙層賽局」（two-level game），在台灣與對岸的第

一層賽局中無庸置疑是「政治」議題，不管是政治、經濟、社會、

文化皆然，即使我方不戴政治眼鏡，北京對台政策無一不充滿政治

性。而在第二層國內的部分，如前所述，當然具高度政治性，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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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讓專業的政策專家能發揮的空間受限。一般而言，政策

議題與政治議題不同的是，其具有更大的討論空間，透過多方行為

者的參與對政策方案進行檢視，也正因此能強化政策主張和結果，

並培養對紛爭問題的解決能力。但以台灣目前狀況看來，兩岸議題

往往被導入「是與否」、「統與獨」的政治議題，少有轉圜的餘

地，更缺少辯論的空間。這也是台灣中國大陸與兩岸關係研究，特

別是政策研究所面臨的問題。

針對此，一位受訪者提及：「台灣中國研究與其他國家比

較起來還有另一個問題，那就是『政治化』，很多研究不管是偏

學術或政策，往往受政治立場或政黨因素所限制，即使研究者不

受限制，外界也可能用政治的眼光檢視。」18東亞所同樣也面臨

此問題，一位受訪者說：「由於歷史因素，本所過去都認為是

『偏藍』，現在有些所友在民進黨、立場『偏綠』，這樣也很不

錯。」19另一位學者也提及：「大陸研究涉及意識形態，會讓很多

學者不願意涉入，若從國家利益、客觀的角度來看，應該鼓勵大家

多參與。」20

伍、結語

本文從學術與政策研究、區域研究與專業學科間的關係，探

討東亞所創所迄今的發展與變遷。作為以中國大陸為主要研究對象

的區域研究所，與專業學科間一直存在著張力，而以「反共思想鬥

爭人才」為創所目的，雖隱身在學術機構，卻是肩負著政策研究的

使命。過去五十年以來，東亞所隨著自身內部的變化、台灣的中國

18. 作者訪談，受訪者C，2018年7月18日。
19. 作者訪談，受訪者A，2018年6月29日。
20. 作者訪談，受訪者B，2018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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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環境改變而興衰起伏，但肩負對訓練熟悉中國大陸研究人才、

專業知識傳播，老師與所友以各種方式對政策的參與等一直沒有改

變。然而，本文也點出東亞所乃至台灣中國研究所面臨的挑戰，包

括專業智庫的不足、培養政策人才不易，以及此領域容易受政治立

場影響等。

隨著中國大陸快速崛起、國際影響力大增，「中國研究」成

為國際學術與政策界的顯學，此種發展對台灣有兩層意義。就學術

而言，與大國相比，台灣社會科學規模偏小，不僅限制學術生產的

總量，且降低研究與教學的平均品質，乃至於降低學術評量、學術

領導與學術政策的性質，其中有政治、社會、經濟與學術歷史等複

雜因素（黃樹仁 2007）。故在主客觀環境限制下，社會科學的發

展絕不能全面鋪開，而是要找出具關鍵優勢且為國際所感興趣的領

域，「中國研究」就是其中之一。而在政策方面，如前所述，中國

大陸與兩岸關係的發展動態一直是影響台灣最為重要的外在因素，

當初國際關係研究所與東亞所設置的目的也在於此，就此而言，我

們累積了大量的知識與資訊；另一方面，台灣長期被對岸利用政

經、社會、文化、宣傳、人員等方式滲透，在目前國際所熱烈探討

的「銳實力」（sharp power）（Walker 2018）中，應可說是全世界

最具經驗，也是最該總結經驗者，這都有賴中國研究學界的參與。

因此，對台灣而言，不論從學術或政策，都應該要更加重視「中國

研究」，這也是東亞所下一個五十年的責任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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